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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試圖通過研究江蘇省各縣從1952到2003年工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和

經濟績效的區域差異，來探討地方政治權力結構對長期經濟增長以及所有制轉型

的作用。研究發現，當本地官員與上層政治精英的關係愈疏遠時，他們愈傾向於

採取分權的經濟政策，以獲取基層精英和民眾的政治支持，從而這些地方的經濟

績效愈好，所有制結構相對分散，尤其是實際控制權在基層政府的集體工業會表

現得更好。同時，長期的分權政策也使得地方的政治經濟結構具有一定的穩定性， 

不會出現激進的所有制轉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私有化過程都更加溫和。

關鍵詞：工業所有制　經濟績效　轉型　政治權力結構　江蘇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四節。

一　引言

中國工業的增長歷程與企業所有制結構轉型密不可分。建國以來，工業

企業所有制結構經歷兩次大的轉型。第一次轉型始於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

自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60年代中後期，國有工業佔統治地位，比重

保持在90%左右；而1960年代中後期開始，集體工業開始持續高速增長，從

佔比不到10%發展到1996年的40%。第二次轉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

經過企業改制，集體工業急劇衰退，到2008年份額不足2%；國有工業佔比繼

續下降，到2008年已降至30%以下，取而代之的是民營企業、股份制企業、

外商投資企業等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1。

江蘇省工業轉型區域差異的 
再反思，1952-2003（上）

● 游五嶽、李飛躍、章奇、劉明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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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歷史趨勢之外，所有制結構轉型的另一面是區域差異的變化。作為

沿海發達省份，江蘇在上世紀90年代以集體經濟（尤其是鄉鎮工業）享譽全

國，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曾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二。但江蘇各縣（市）

集體經濟的發展並不均衡，例如江蘇北部的灌南縣在1994年集體工業產值的

佔比還不足30%，而同期蘇南的金壇縣已經有超過80%的工業產值來自集體

工業2，形成所謂的「蘇南模式」3。在第二次轉型中，江蘇仍位居全國國有

與集體企業改制的前列4，縣域差異一定程度地收窄，例如從1994到2003年， 

灌南縣民營及股份制工業的比重增加了82個百分點，而金壇縣的比重增加 

了72個百分點5。圖1把江蘇兩次所有制結構轉型聯繫起來，橫軸為1965至

1994年間集體工業的份額增幅，縱軸為1994至2003年間民營及股份制工業的

份額增幅。有趣的是，在第一次轉型（1965-1994）中比較激進的地區（如吳江

縣、太倉縣等）在第二次轉型（1994-2003）中不再激進，甚至偏於保守。

如何理解江蘇省內工業所有制結構的變遷？為甚麼區域差異在第一次轉

型中擴大，而在第二次轉型中縮小？這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由於江蘇在

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中的重要地位，學界對江蘇工業的研究很多。在關

於江蘇集體經濟興起的諸多假說中，目前比較有共識的是強調地方政府的作

用。集體經濟（主要是鄉鎮企業）的產權歸屬比較模糊，實際控制權在基層政

府6。車嘉華與錢穎一認為鄉鎮企業能夠為基層政府提供財源，進而為公共

服務融資；作為回報，基層政府為鄉鎮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和產權保護，這使

得鄉鎮企業在缺乏產權保護的制度環境下比私有企業獲得更有利的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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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江蘇縣級工業所有制結構轉型

資料來源：江蘇省各縣縣志（編纂年代多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出版信息較多，不贅）；江蘇省統計局編：《江蘇

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2004），1994、2003年數據。

說明：行政區劃劃分採取1990年的標準。圖中反映了江蘇省各縣1965至1994年集體工業份額增量與它們在1994至2003年	

民營及股份制工業份額增量的相關關係，黑線是線性模擬的結果，灰色地帶是95%置信區間。為了方便展示，在計算線性

模擬的時候去掉了洪澤縣、儀征縣、灌雲縣與昆山市的觀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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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鄉鎮企業則受到「更硬」的預算約束，因而效率更高、績

效更好7。戴慕珍（Jean C. Oi）把這種情形總結為「地方法團主義」，認為基層

政府直接介入經濟後，實際上與所轄企業已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這種利

益共同體構成中國農村工業化的制度基礎8。

沿着這個思路分析，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基層政府這麼做的激勵從何而

來？利益共同體緣何而生？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分為「自下而上」與「自上而

下」兩種分析視角。從「自上而下」的視角看，蒙廷諾拉（Gabriella Montinola）、

錢穎一和溫格斯特（Barry R. Weingast）強調經濟分權為發揮地方政府的主觀 

能動性提供了條件9，而周黎安提出「晉升錦標賽」假說，強調上級對地方人

事任免的控制，使得地方官員為了升遷會努力實現上級的政策目標bk。許成

鋼把這兩種機制放在一起，稱之為「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uthoritarianism, RDA）bl。但是這種假說與江蘇省所有制轉型的經驗並不完

全一致。江蘇集體經濟發端很早，從1968到1976年江蘇的社隊工業年均增長

率達到35.62%bm。雖然許多研究注意到經濟分權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

就已經出現，並且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宏觀上的條件bn，但是在此階段「晉

升錦標賽」所論的機制尚未發揮作用。另外，正式的制度安排、組織結構在區

域間並無顯著差異，僅從正式制度的視角來解讀，難以解釋所有制結構的區域 

差異bo。與「自上而下」的視角不同，「自下而上」的視角認為任何政治精英（從

最高統治者到各級官員）都需要來自下級官員和群眾的支持bp。上級官員為了

獲得下級官員或群眾的支持，會以各種形式給他們分配利益bq。若把對集體

經濟的支持與保護理解為地方官員向下級官員與群眾分配利益的一種表現形

式，那麼在何種情況下這種支持與保護才會發生？巨大的區域差距意味着這

種「自下而上」的激勵與上面所說的「自上而下」的激勵一樣，不會自然發生。

學界對第二次所有制結構轉型的研究也注意到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李

稻葵、雷鼎鳴和李宏彬發現企業改制與政府的財政狀況以及企業給地方政府

帶來的財政負擔有關br；郭凱和姚洋也發現，較早進行改制的城市都面臨嚴

重的財政預算問題bs；白重恩等人認為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企業隸屬的層

級會影響其改制的可能性bt；楊治等人發現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如果企

業為政府或政府代理人貢獻的政治收益愈高，改制愈不容易發生ck。這些假

說都有相當的解釋力，但仍不完善，因為這些文獻所關注的解釋變量都內生

於上一次結構轉型。事實上，政府的財政狀況、政企間的庇護關係都不是短

時間內形成的。所以，研究第二次轉型需要結合第一次轉型的結果一併分析， 

這樣才能找到更基本的影響因素；同樣，研究第一次轉型也需要結合第二次

轉型的結果反過來進行印證。

本文對1952至2003年間江蘇省六十個縣的工業增長與兩次所有制結構變

遷作一歷史性的反思，以期提供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我們按照兩次轉型起

始點把1952至2003年劃分為1952至1965年（轉型前期）、1965至1994年（第

一次轉型）、1994至2003年（第二次轉型）三個階段，並對三個階段的工業增

長率以及各種所有制的工業增長率分別進行了實證分析。我們發現，各縣在

省內的初始實際政治地位cl對兩次所有制轉型都有較強的解釋力，與那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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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權力核心的縣相比，處於權力邊緣的縣在第一次轉型中集體工業發展更

好，工業增速更快，而在第二次轉型中表現得更加溫和。

江蘇省在建國以前的革命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分析上的便利，它作為一個

外生衝擊cm，直接塑造了建國以後該省幾個權力來源不同的政治精英群體，

以及這些群體在地理上長期穩定的分布格局。本文梳理了江蘇省在建國初

期，即1949到1965年各縣主要官員（包括縣委書記、副書記，縣長、副縣長）

的身份背景，來識別他們與省級精英的關係親疏，從而構造出衡量這些縣 

在省級權力結構中初始政治地位的指標，並檢驗了各縣的政治地位與1952 

到2003年間它們的經濟增長、所有制結構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在同等的

其他稟賦條件下，和那些更靠近省權力核心的縣相比，處於權力邊緣的縣在

1965年之後具有更高的經濟發展速度，集體工業尤其發展得更好，同時在

1990年代以後的轉制中表現得更加溫和。

以1949到1965年各縣政治精英的構成來衡量每個縣在省權力結構中的位

置，一方面是因為建國初期的幹部分布主要是由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中共的革命活動所塑造的。以江蘇省為例，原華中根據地／解放區（下文簡稱

「華中根據地」）在建國後直接由本地的革命幹部接管；非華中根據地／解放區

（下文簡稱「非華中根據地」）則派遣了很多山東根據地／解放區（下文簡稱「山

東根據地」）的幹部進行領導。因此，相對於建國後的經濟發展而言，這一時

期不同背景的政治精英群體在地理上的分布相對於我們研究的經濟系統來說

是外生的，而且在文中，我們也使用了是否屬於華中根據地作為各縣政治精

英構成的工具變量，使我們的識別結果更加穩健。另一方面，初始的政治權

力結構往往會通過政治關係的繁衍而遵循一種「自我加強」的過程，例如南下

的山東根據地幹部就在蘇南地區培養了大批年輕的土改幹部作為他們的接班

人，使他們的政策和權力影響能夠長期延續。這也是建國初期的政治精英分

布對之後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路徑都有着長期影響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具體邏輯與假說如下：由於從建國初期到1980年代中後期，華中

根據地幹部在絕大多數時間都在江蘇省委中佔據優勢，而山東根據地幹部則

在省委中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因此那些主要由華中根據地幹部接管的縣就

與省委有着密切的非正式聯繫，而那些主要由山東根據地幹部接管的縣則與

上層精英較為疏離。由於政治聯繫和權力來源的差異，在華中根據地幹部主

導的地區，地方政治精英更熱衷於汲取本地資源以獲得晉升的資本，而缺乏

向基層精英分權的激勵，所以我們會看到，華中根據地幹部比例愈高的縣，

在1965到1994年集體企業的增長和佔比愈低，同時總體經濟績效也愈差。在

非華中根據地幹部主導的地區，地方政治精英由於在政治競爭中缺乏上級的

支持，因而更有動力實施向基層分權的經濟發展政策，以換取基層精英的政

治支持；加之1960年代後期的政治運動也使得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很

大程度上有所鬆動，此時中央又強調向各地區的經濟分權cn，所以我們會看

到，山東根據地幹部比例愈高的縣，在1965到1994年集體企業發展得更好，

整體經濟增長得更快，國有企業也在發展後期從分權中有一定程度的受益。

而這種長期分權的政策作為地方官員獲取基層精英、企業控制者政治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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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手段，加之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正向作用，也使得這些地方形成了穩定的政治

經濟結構和利益共同體，從而讓激進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原有權力和利益

分配結構的衝擊不太可能發生。

本文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理解中國不同所有制工業發展與結構變化的 

邏輯，也有利於重新思考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區域差異。在本文上篇，我們首

先簡要介紹江蘇省的革命歷史及其所塑造的1949年後的政治權力結構特點，

然後提出三個假說，接着提供實證檢驗的策略，並在下篇交代詳細分析結

果，就政治權力結構對於工業所有制以及經濟績效影響的機制進行檢驗，最

後作出結論。

二　江蘇的革命歷史與建國後的幹部構成

江蘇是全國建立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省區之一。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共

積極恢復和重建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遭到破壞的江蘇各級黨組織。同

時，隨着新四軍、八路軍主力部隊挺進江蘇敵後，開展游擊戰爭，逐步建立

起華中抗日根據地並發展壯大。抗戰勝利後新四軍北撤，江蘇長江以北的地

區成為了華中解放區的重要部分，建立了大量的地方革命政權和黨組織機

構，地方革命力量存續了下來。江南地區則在1946年後一直處於國民黨的統

治之下，雖有中共黨組織和武工隊進行分散隱蔽鬥爭，但是規模和影響卻相

對有限。隴海鐵路以北的豐縣、沛縣、銅山縣等江蘇北部邊界地區則在解放

戰爭時期先後隸屬中共的冀魯豫解放區和魯中南解放區，由山東軍區管轄。

在解放戰爭過程中，原新四軍組建的華中野戰軍和原留守山東的八路軍組建

的山東野戰軍，於1947年初合併編組為華東野戰軍，最終華東野戰軍解放江

蘇全境co。

江蘇解放後，省內的政治格局自然由兩支野戰軍的幹部，即原華中根據

地幹部和原山東根據地幹部共同主導。但是這兩個幹部群體在江蘇解放後的

權力結構中卻處於不同的地位：由於華東野戰軍的最主要來源是華中根據地

的部隊，而華中根據地是江蘇的重心，所以華中根據地革命出身的江蘇本地

幹部在本省的影響力要強於山東根據地的南下幹部cp。圖2展示了1949至

1989年江蘇歷年的省委常委的革命經歷背景，即來自華中根據地和山東根據

地幹部的比例。江蘇歷屆省委常委基本可以劃分為華中根據地革命出身和非

華中根據地革命出身的幹部，後者主要包括來自山東根據地的幹部以及少數

蘇南地下黨出身的幹部。如圖所示，從建國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除了第五

屆省委會（1971-1975）之外，華中根據地幹部在大多數時間內都在省委中佔據

絕對優勢，而山東根據地幹部所佔比例明顯較低，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cq。

大量研究已經關注到中國正式政治制度下的非正式派系的存在cr，並

且，這種非正式的派系關係直接影響了官員的晉升以及資源的分配cs。在實

證研究中，雖然很難對派系給出嚴格的判斷和劃分ct，但是一個大致的共識

是可以用官員的共同經歷來界定。因為那些在出生地、求學或者工作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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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的官員，顯然要比沒有這些關聯的官員更有條件，或者說能夠以更低成本

形成共同派系dk。江蘇省的兩個幹部群體正是由於他們在建國前各自共同的

革命經歷，形成了在正式政治制度以外的內部關係網絡。此外，我們發現這

種戰爭期間形成的關係網絡具有長期的穩定性dl，通過內部的庇護、提拔，

對建國後的長期政治權力結構有着重要的影響。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山

東根據地革命出身的許世友被中央指定為江蘇省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核心

小組組長以及省委第一書記，取代了華中根據地出身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 

隨着省委核心人物的變化，整個省委常委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在1966年江

渭清任職期間，省委常委十四人中，有九人同屬華中根據地革命出身的幹部； 

而此時山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只有兩名，佔14%；但是到了1971至1973年許

世友任職期間，山東根據地幹部在九名省委常委中佔據了33%，而華中根據

地幹部佔比則下降到33%dm。1973年，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後，華中根 

據地革命出身的許家屯接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此後，省委常委中的華中根據 

地幹部比例又開始上升，山東根據地幹部的比例則開始下降，直至1980年代

中後期老革命幹部都逐漸退出省委常委。

地方幹部的分布也與這段革命歷史密切相關，華中根據地建立的新政權

基本上就是在原有的革命政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多由本地革命出身的幹

部直接接管。例如，泗洪縣就屬於皖東北抗日軍分區，是新四軍部隊的活躍

區域，地方革命力量一直比較強，解放後，大量本地革命出身的幹部成為當

地領導，到1965年12月為止，泗洪縣山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比例為零，而江

蘇本地出身的幹部比例為100%；同屬於華中根據地的灌雲縣、洪澤縣、盱眙

縣，同期山東根據地幹部佔比也都幾乎為零dn。這些縣的地方幹部自然與同

為華中根據地出身的省級精英存在密切的非正式政治關係，故而處於政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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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江蘇省委常委革命背景（1949-1989）

資料來源：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	

簡本（1921-2001）》（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以及本文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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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位比較核心的位置。在隴海線以北地區和蘇南地區這些非華中根據地地區，

地方幹部主要由山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來擔任，由於與省委中佔主導的華中

根據地幹部缺乏共同革命的經歷，因而在政治地位上處於比較邊緣化的位置。

例如，隴海線以北地區原屬山東根據地的贛榆縣和銅山縣，從1949年10月到

1965年12月，來自山東根據地的幹部佔比分別達到80%和51.85%do。而整個

蘇州地區在抗戰期間都不是新四軍主力部隊的活動區域，在解放後也大多是

山東根據地的南下幹部佔據了這些新解放區的主要領導崗位。如太倉縣從

1949年10月到1965年12月，山東根據地出身的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長、副

縣長的比例為69.57%，而江蘇本地幹部（除去籍貫是原屬山東的贛榆縣）的比

例僅為21.74%dp。蘇南鄉、村兩級的基層幹部大多是南下的山東根據地幹部

在土改期間培養起來的年輕幹部，這些幹部逐漸成為了1970年代之後蘇南地

方政權的主要領導人；至於解放前在蘇南堅持地下黨工作的幹部，在解放後

蘇南地方政權中的影響力則一直較小。

圖3給出了江蘇省在抗日時期的根據地分布以及1949到1965年間各縣山

東根據地幹部的佔比，可以直觀地看出江蘇省革命歷史與建國初期幹部分布

的相關關係。在非華中根據地地區，山東根據地幹部的比例顯著地高於華中

根據地地區；而在很多華中根據地地區，甚至是沒有山東根據地幹部的。

圖3　江蘇省抗日根據地分布與建國後山東根據地幹部分布

中共抗日根據地分布 山東根據地幹部分布（1949-1965）

華中根據地
非華中根據地

(41%,80%]
(8%,41%]
(1%,8%]
0
數據闕如

資料來源：《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1921-2001）》以及江蘇省各縣縣志；幹部信息缺失的地

區主要是市轄區。右圖的圖例代表不同的數據區間，如(41%,80%]代表山東根據地幹部比例大

於41%且小於等於80%。

江蘇省級的政治權力格局一直持續到上世紀80代中後期。從上世紀90年

代初開始，革命出身的老幹部逐漸退出政治舞台，原華中根據地幹部和原非

華中根據地幹部在省委常委中的比例都迅速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圖4展示出

1993到2003年江蘇歷年省委常委的工作經歷。可以看到從上世紀90年代中前

期開始，有華中地區工作經歷的常委，也就是從華中地區幹部中提拔上來的

省級常委比例已經很低，整個時期在30%上下浮動，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

末，他們在省委中的力量開始急劇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外來幹部，包括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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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央調入的幹部。在這種情況下，儘管縣級地方幹部的構成沒有出現大幅

調整dq，不過他們與省內高層的關係都在弱化，實際政治地位都在邊緣化。

此時區域間實際政治地位的差異不再是基於這些地方幹部與省內高層的聯

繫，而變為他們與基層幹部及群眾的非正式政治關係；而這種非正式政治關

係則成為理解1990年代末工業所有制轉型的區域差異的關鍵。

圖4　江蘇省委常委工作經歷（1993-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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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共江蘇省組織史資料簡本（1921-2001）》，以及本文作者收集的簡歷資料。

三　江蘇省工業發展的縣級差異

江蘇自古就有「蘇湖熟，天下足」這個象徵富庶的美譽，從宋代以來就是

中央政權重要的財賦重地，也是清朝末年最先一批開放通商口岸的地區，湧

現了許多近代官辦企業、民族企業和外商企業，尤其是以南通張謇、無錫榮

氏為代表的民族工商業，為發展當時的民族經濟做出很大貢獻。

建國之後，江蘇又成為鄉鎮集體工業發展的先驅。雖然在1978年之前，

全國經濟仍在計劃體制和國有企業的嚴格掌控下運行，但早在1975年，無錫

縣的社隊工業就已經被官方雜誌肯定為「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dr。事實上，

自計劃經濟體系被文革等政治運動的衝擊而有所鬆動，以及在中央向地方經

濟放權（如下放企業，擴大地方的財權、物權和投資權）的形勢下，地方的集

體鄉鎮工業、社隊工業就如雨後春筍般蔓延開來ds。

但是，江蘇省內部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在不同階段都表現出很大 

差異。在1965到1994年這段時間，以蘇州地區為例，沙洲縣（今張家港市）

1965年的集體工業產值佔比只有17.28%，到1978年這個比值已經達到75.82%， 

到1994年鄉及鄉以上的集體工業產值佔比更是高達84.80%；太倉縣的這一比

值則由1965年的18.03%增長到1978年的53.63%以及1994年的70.86%；吳縣

集體工業產值的比重也從1965年的17.70%攀升到1978年的67.75%和1994年

的76.72%dt。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以前，這些地區就已經形成了以集體工業

甚至鄉鎮工業為主導的經濟局面，並且在改革開放之後繼續保持了高速增長

的勢頭，帶動了整個地區的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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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而位於江蘇北部的淮陰地區情況卻大不一樣，盱眙縣集體工業產值的佔

比甚至有所下降，從1965年的19.01%下降到1978年的2.92%，一直到1994

年，鄉及鄉以上的集體工業產值佔比也只有40.06%；洪澤縣、灌雲縣、泗洪

縣在1965到1978年之間也出現了集體工業產值佔比的下降，1978年後佔比雖

有提升，但1994年的佔比也只有30%左右ek。

至於蘇南集體經濟的迅速發展固然得益於其悠久的工商業繁榮傳統，但我 

們可以看到，位於江蘇北部的邳縣1965年的集體工業產值佔比只有17.13%，

而到了1994年，其鄉及鄉以上集體工業佔比也達到了67.58%；位於江蘇隴海

線以北的沛縣、豐縣和贛榆縣，1994年的集體工業佔比則分別高達56.83%、

61.16%和62.07%，也要優於淮陰地區的發展el。

在1994到2003年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淮陰地區雖然有着很高的國有

工業產值佔比，但是在歷經了轉制浪潮後，國有工業迅速瓦解，消失殆盡。

盱眙縣國有工業的產值佔比從1994年的43.92%迅速降低到2003年的6.05%，

洪澤縣由34.63%減至0.66%，泗洪縣從61.22%變為0.37%。而那些在1994年

就已經擁有相當高比例集體工業的地區，在轉制過程中國企的衰退也比較 

平緩，蘇州地區的吳江縣國有工業佔比從1994年的9.01%降低到2003年的

6.69%，常州地區的句容縣佔比則從10.81%變為5.17%，江蘇北部的沛縣、豐

縣佔比分別由1994年的10.82%、14.99%降低到2003年的4.49%、5.67%，下

降比例均較盱眙縣、洪澤縣、泗洪縣更小em。

無論是蘇南的沙洲縣、太倉縣、吳縣、吳江縣，還是蘇北的沛縣、邳

縣、豐縣、贛榆縣，它們的一個共同的歷史特徵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時期都不是華中根據地的組成部分，建國後也主要由在省級權力結構中相對

弱勢（邊緣化）的山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擔任主要領導en。

在圖5中，橫軸為各縣在建國初期（1949-1965）有山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

佔比所衡量的實際政治地位的邊緣化程度，縱軸為在轉型期某種類型的工業

份額的增長幅度。可以看出平均而言，初始實際政治地位的邊緣化程度愈

高，在第一次轉型中集體工業份額增長的幅度愈大，但在第二次轉型中股份

制及民營工業份額增幅愈小。

我們認為，經濟增長的績效、所有制結構的形成與轉型，都與地方政治

精英基於自身的實際政治權力所進行的策略選擇相關。那些與上層政治精英

缺乏密切聯繫，即邊緣化的地方官員，由於在政治競爭中面臨着很大的不確

定性，因此會更有動力選擇那些符合其基層潛在支持者利益的政策，以獲得

他們的支持。經濟分權正是這樣的政策，它通過給基層幹部和企業管理者更

多自主權，調動他們的經營積極性，從而帶來更好的經濟增長績效，而集體

工業（其是鄉鎮工業和社隊工業）的發展更是經濟分權的結果。由於集體工業

的所有者主要是鄉鎮及以下的各級政府，實際控制者則是這些基層的政治精

英，因而對於縣級領導來說，上級允許、保護甚至鼓勵基層的集體工業發

展，實質上是滿足基層幹部乃至群眾的一種利益分配方式。經濟分權政策不

僅僅體現在集體工業，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也會獲得更多自主權，只是當計劃

經濟體制的分配指揮功能在國有企業運營中仍然發揮主要作用時，分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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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的經濟績效並沒有那麼明顯的影響。而當計劃經濟體制在政治運動

中受到嚴重衝擊時，經濟分權政策對國有企業的發展也會產生促進作用。這

是1990年代之前與上層精英缺乏緊密政治聯繫的地方官員所在的縣（權力邊緣

化地區），集體工業比例增長幅度比較高，各種所有制企業績效也相對較好的

原因。

而在1990年代後期開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過程中，一方面，政

府對企業的控制權受到削弱；另一方面，通過引入新的股東、改變企業股權

比例，或者乾脆轉賣給私人資本，原先的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被重新調整。

但是轉制的激烈程度卻會受到此前形成的政治經濟結構，即權力和利益分配

格局的影響。在那些經過長期的經濟分權政策，當地官員已經與企業的實際

控制者和基層精英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的地區，激進的所有制轉型和隨之

而來的利益格局洗牌就不太可能出現；而那些此前由於當地官員與上層精英

有緊密的政治聯繫，因而缺乏分權激勵、各種所有制工業增長績效相對較差

的地區，當1990年代的上層（如省級）權力結構調整使當地官員所能獲得的上

層支持衰落時，就更容易出現相對激進的轉型策略。這是1990年代末國有企

業和集體企業改制進程中江蘇縣域差異的原因。

四　研究假說、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三個可檢驗的假說：第一，地方幹部結構對於

經濟發展的影響要依賴於其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在文革前的計劃經濟體

系下，絕大部分經濟資源都依賴於國家的分配，在政治權力競爭中處於弱勢

集體工業（1965-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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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蘇省各縣縣志；《江蘇統計年鑒》，1994、2003年數據。

說明：圖中實際政治地位邊緣化程度是用1949至1965年江蘇省各縣縣委書記、副書記和縣長、

副縣長中山東根據地幹部佔比來衡量的。黑線是實際政治地位邊緣化程度和工業份額增量相關關

係的線性模擬結果，灰色地帶是95%置信區間。

圖5　實際政治地位與所有制結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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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學術論文 的地方幹部縱然有經濟分權的動機，但在計劃經濟體系嚴格控制下對經濟的

促進作用始終相對有限；而那些與省級精英關係密切的地方幹部雖然有動力

通過攫取地方資源以獲得晉升的資本，但同時也會獲得更多的資源分配；政

治權力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效應並不確定。因此，我們預期在1952至1965年

間，初始的地方實際權力結構對工業增長和工業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假說1）。

第二，在文革開始以後，計劃經濟體系受到嚴重衝擊，上層直接分配資

源的權力因而弱化，本地幹部進行經濟分權的動機更可能付諸實現。因此，

我們預期在1965至1994年間，初始的實際政治地位邊緣化的地區更傾向於發

展符合基層幹部和群眾利益的集體經濟，經濟增長績效也更好（假說2）。

第三，通過長期分權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結構，使原先弱勢的幹部以及他

們所培養的年輕幹部在當地逐漸獲得了穩定的權力基礎，並與企業精英、下

級官員形成穩固的政治經濟關係。當上層政治結構因為外來幹部的到來發生

改變時，他們有能力、也有激勵去抵制激進的企業改制所帶來的利益再分

配。因此，我們預期在1994至2003年間，初始的實際政治地位邊緣化的地區

工業私有化的速度會更慢（假說3）。

為了檢驗本文的假說，我們以江蘇省六十個縣為樣本，採用1990年的行

政區劃劃分標準，搜集1952至2003年期間各縣的相關數據。為比對不同時期

的結果，我們按照兩個轉型起始點把1952至2003年劃分為1952至1965年（轉

型前期）、1965至1994年（第一次轉型）、1994至2003年（第二次轉型）三個階

段。以下介紹變量及數據來源。

（一）被解釋變量

一般來說，在被解釋變量中，我們用每一個階段人均工業總產值的年均

指數增長率來代表工業的增長速度，用各所有制工業的人均產值年均指數增

長率來代表相應所有制工業的增長速度，用各所有制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佔

比的變化值代表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本文的數據來自江蘇省各縣縣志、《江蘇

統計年鑒》，以及《江蘇五十年》統計資料eo。其中1990年代之前的數據由《江

蘇五十年》以及各縣縣志提供的數據計算得出，1994年及之後的數據則根據

《江蘇統計年鑒》的數據算得ep。

本文研究的時期比較長，有些指標並不完整，所以在不同時期解釋變量

所採用的指標不完全一樣。具體地說：（1）在1952至1965年這一階段的分析

中，由於1952年中國還沒有完成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幾乎沒有明確

的國有、集體工業的劃分，因此我們選擇1965年人均國有工業、集體工業產

值的絕對值（而非年均增長率）及其佔比（而非佔比變化值）作為被解釋變量。

（2）由於1994年的年鑒數據中僅提供了鄉及鄉以上的集體工業產值，我們並不

知道鄉以下（即村一級）的集體工業產值；但是1965年村一級的集體工業也非

常少，所以1965至1994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增長率的統計可以看作是鄉及 

鄉以上的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增長率。（3）同樣，計算1994年集體工業產值佔 

比時，分子為鄉及鄉以上的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分母為鄉及鄉以上工業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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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4）在1994至2003年間很多縣的民營及股份制工業從無到有，增長率的

值為無窮大，因而缺乏統計意義，所以只採用2003年人均股份制及私有制（民

營）工業產值，以及1994至2003年股份制及私有制工業產值佔比的變化值作

為被解釋變量。

（二）解釋變量與工具變量

如第二節所述，建國後江蘇地方幹部中主要有兩大政治精英群體：山東

根據地幹部與華中根據地幹部。這樣我們可以根據各縣主要領導人的籍貫來

大致判定其所屬群體eq。我們統計了江蘇省各縣從1949年10月到1965年12月 

間在縣委任職的書記、副書記和在縣政府中任職的縣長、副縣長的籍貫，計

算出籍貫屬於山東根據地（包括原屬於山東省的贛榆縣）的幹部人數佔所有幹

部人數的比例 (簡稱「山東幹部比例」)，作為解釋變量er。當來自山東根據地

的幹部在省委處於劣勢地位時，山東幹部比例愈高意味着其在省內的實際政

治地位愈低。

建國後中國發生多次政治運動，對地方政治結構必然產生影響，因此不

能排除當時存在某些因素既影響山東幹部比例，也影響後期的經濟轉型。為

處理遺漏變量問題，我們選擇了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是否屬於華中根

據地這一虛擬變量作為山東幹部比例的工具變量：非華中根據地的縣賦值 

為1，華中根據地的縣賦值為0。在原華中根據地，由於本地革命力量較強，

戰爭時期的革命領導人很多在解放後留任，因而建國後江蘇本地出身的幹部

比例明顯高於非華中根據地。而在原非華中根據地，要麼是原先的山東根據

地幹部繼續留任（如蘇北的邳縣、豐縣、沛縣和贛榆縣），要麼是解放後隨軍

南下的山東根據地幹部接管領導層（如蘇南地區），因此山東幹部比例明顯更

高。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形成與劃分主要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軍事因素的

影響，外生於影響工業發展的因素。各縣幹部籍貫的數據來自各縣縣志，所

屬根據地信息來自《中國共產黨江蘇省組織史資料（1922.春—1987.10）》es。

（三）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主要有兩方面內容：初始的經濟社會指標和地理變量。在初始

經濟社會指標方面，一般而言，若被解釋變量為人均工業產值（或其增長率）， 

我們控制了各解釋變量相應時間段的期初人均工業總產值（例如被解釋變量為

1994至2003年的人均工業產值增長率，期初值則指1994年的值）；若被解釋

變量為各所有制工業產值佔比的增加值，我們控制了期初的相應所有制工業

產值的佔比。限於某些數據不可得，有下列例外：（1）在1952年沒有區分國有

與集體工業，相關的迴歸分析中控制的是1952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取對數）；

（2）1994年很多地方的股份制及民營工業產值為零，相關的迴歸分析中控制

1994年的人均工業總產值（取對數）作為替代。我們控制的另一期初變量為人

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et。作為政府對社會投資程度的一個測度，它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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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可能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速度和所有制結構，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政治權力結構

相關。此外，我們控制了人口規模和人均耕地面積等變量，指標採用1952年

的人口規模和人均耕地面積，數據來自各縣縣志；還控制了各縣漢族人口的

比例變量，數據來自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fk。

在地理因素方面，江蘇內部自然條件的差異明顯，如蘇南地區沿江、沿

海，水田縱橫，土壤適宜耕種，需要控制變量，包括平均海拔、是否沿海、

平地（坡度15度以下）面積比例、到上海的距離以及到南京的距離等地理變

量。這些地理資料來自我們收集整理的地理信息數據庫。

最後，在對1994至2003年轉制期間國有工業變化的分析中，我們的控制

變量還包括1994年人均本級財政收入（取對數）和1998年國有企業銷售利潤

率，這兩項數據同樣來自《江蘇統計年鑒》中1994和1998年數據。在本文的機

制檢驗中，我們還使用了1993至1997年歷年工商稅收佔工業總產值的比例，

數據來自《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中1993至1997年的數據fl。

表1為變量的統計性描述。

表1　描述性統計結果

變量名 觀測值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釋變量

1952至1965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
長率（%）

59 10.49 7.90 -0.22 33.93

1965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57 64.80 55.31 11.56 236.48

1965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57 18.51 15.95 3.59 87.17

1965年國有工業產值佔比（%） 57 75.07 11.79 43.52 92.15

1965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 57 24.93 11.79 7.85 56.48

1965至197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
長率（%）

61 12.87 3.71 6.10 26.13

1965至1978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7 8.43 3.92 1.14 17.60

1965至1978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7 20.12 5.43 0.40 32.99

1965至1978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變化
值（%）

57 28.36 15.13 -16.09 58.54

1965至1994年人均工業總產值指數增
長率（%）

61 16.42 2.84 11.54 23.80

1965至1994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7 10.05 2.40 4.94 14.93

1965至1994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7 18.98 3.13 12.82 25.93

1965至1994年國有工業產值佔比變化
值（%）

57 -57.58 15.68 -84.00 -16.61

1965至1994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變化
值（%）

57 37.53 18.89 -6.22 70.91

1994至2003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2 -21.66 20.99 -100.00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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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至2003年國有工業產值佔比變化
值（%）

52 -14.53 12.20 -60.85 5.59

1994至2003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指數
增長率（%）

52 -30.31 27.93 -100.00 5.19

1994至2003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變化
值（%）

52 -55.78 15.01 -84.12 -19.00

2003年人均股份制及私有制工業產值
（元，1990年不變價格）

52 6,717.24 8,433.70 165.13 50,308.99

1994至2003年股份制及私有制工業產
值佔比變化值（%）

52 69.20 19.52 5.81 98.34

1993年工商稅佔工業總產值比例（%） 61 3.06 1.70 1.03 11.67

1994年工商稅佔工業總產值比例（%） 60 0.90 0.42 0.35 2.64

1995年工商稅佔工業總產值比例（%） 61 0.85 0.39 0.34 2.38

1996年工商稅佔工業總產值比例（%） 60 1.31 1.68 0.37 13.62

1997年工商稅佔工業總產值比例（%） 60 1.30 1.44 0.41 11.28

解釋變量

1949至1965年山東根據地出身幹部佔
比（%）

61 20.77 25.01 0.00 80.00

工具變量

非華中根據地／解放區的虛擬變量 61 0.41 0.50 0.00 1.00

經濟社會控制變量

1952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59 34.99 37.85 0.73 147.27

1965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61 81.87 65.83 17.63 288.49

1965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57 64.80 55.31 11.56 236.48

1965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57 18.51 15.95 3.59 87.17

1994年人均國有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61 853.89 554.10 192.81 2,779.25

1994年國有工業產值佔比（%） 61 17.68 12.49 3.18 61.22

1994年人均集體工業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61 3,857.42 4,650.21 207.70 20,022.13

1994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 61 62.16 15.14 26.19 87.16

1994年股份制和私有制工業產值佔比
（%）

61 2.03 7.17 0.00 54.82

1994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61 8,634.29 9,820.77 744.55 38,883.39

1978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1990年
不變價格）

61 347.33 201.75 110.73 858.22

1952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元） 57 2.04 0.97 0.55 6.85

1965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元） 60 8.34 2.29 5.32 16.38

1978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元） 61 20.28 5.38 13.55 36.24

1994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元） 61 179.09 72.16 94.62 419.16

1994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收入（元） 61 122.08 100.53 21.88 420.09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銷售利潤率（%） 61 3.44 4.94 -9.65 22.10

1952年人口數（萬人） 60 51.82 21.22 13.98 1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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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1952年人均土地面積（公頃／萬人） 60 1,807.79 733.79 838.12 4,846.76

1990年漢族人口佔比（%） 61 99.88 0.17 99.03 100.00

地理控制變量

是否沿海的虛擬變量（1=是；0=否） 61 0.23 0.42 0.00 1.00

平地佔比（%） 61 79.54 16.34 48.61 98.39

平均海拔（千米） 61 14.52 13.81 1.00 49.00

到上海的距離（千米） 61 262.05 133.26 48.21 595.54

到南京的距離（千米） 61 171.18 80.24 21.89 355.38

資料來源：江蘇省各縣縣志；《江蘇統計年鑒》；《江蘇五十年》；財政部國庫司、財政部預算司

編：《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至1997年數據；以及本文

作者整理的地理信息庫。

說明：觀測值數為有相應數據信息的縣數。

為了對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性，以及工具變量的外生性fm進行檢

驗，表2以華中根據地與非華中根據地兩組縣對各變量進行對比，並對兩組縣

的各變量均值差異分別進行了 t檢驗fn。該表顯示了是否為華中根據地對山東

幹部比例的影響。非華中根據地的山東幹部比例平均為45.73%，而華中根據

地的山東幹部比例為3.42%，相差42.31%，且非常顯著。這表明革命歷史對

建國後的政治格局有顯著且重要的影響，即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高度相關。

接下來呈現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在地理變量和初始經濟社會條件中，大多

數變量在華中與非華中根據地的縣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只有平地佔比和平均

海拔有顯著差異，非華中根據地的平地佔比更低，而平均海拔更高。這意味

着，在後面的迴歸分析中需要控制海拔與平地佔比兩個變量。一般來說，平

地佔比低和海拔高都不利於經濟發展，所以如果不控制這兩個變量，可能會

低估邊緣化的政治地位對於該縣經濟發展的影響。（未完待續）

表2　工具變量的相關性和外生性檢驗

非華中根據地 華中根據地 差異

均值 觀測值 均值 觀測值

解釋變量

1949至1965年山東根據地幹部佔比（%） 45.73
（20.15）

25
3.42

（6.28）
36

42.31
（3.57）

地理變量

是否沿海的虛擬變量（1=是；0=否） 0.12
（0.33）

25
0.31

（0.47）
36

-0.19
（0.11)

平地佔比（%） 69.51
(15.67)

25
86.50
12.96

36
-16.99
(3.67)

平均海拔（千米） 22.28
(14.85)

25
9.14

(10.15)
36

13.14
（3.20）

到上海的距離（千米） 247.37
(168.13)

25
272.24

(103.91)
36

-24.87
（34.84）

到南京的距離（千米） 166.26
（101.56）

25
174.59
（62.74）

36
-8.34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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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經濟社會條件

1952年人口數（萬人） 48.98
(19.09)

25
53.85

(22.67)
35

-4.87
(5.57)

1952年人均土地面積（公頃／萬人） 1,676.79
(504.93)

25
1,901.37
(856.02)

35
-224.58
(191.54)

1990年漢族人口佔比（%） 99.88
(12.27)

25
99.89

(20.53)
36

-0.01
(0.05)

1952年人均工業總產值（元，取對數） 3.08
(1.58)

25
2.76

(1.10)
34

0.32
(0.35)

1965年人均本級預算內財政支出（元） 7.97
(2.47)

25
8.60

(2.01)
35

-0.62
0.60

1965年集體工業產值佔比（%） 25.96
（11.79）

23
24.23

（11.92）
34

1.73
（3.20）

1994年股份制和民營工業佔比（%） 0.61
（1.10）

25
3.02

（9.21）
35

-2.40
（1.86）

資料來源：江蘇省各縣縣志；《江蘇統計年鑒》；《江蘇五十年》，以及本文作者整理的地理信息庫。

說明：表格中均值和差異下方的括號內數值是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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